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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宋初期转运使的几个问题

———兼议北宋几则早期文献的史料意义

戴 扬 本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062）

有关北宋转运使一职的性质和职能，近十多年来，学界的基本看法已渐趋一致，即作为中央政府与州之间路一级的

地方行政长官，而不是过去曾经理解的类似汉唐刺史的监察官员角色。转运使的设置，是北宋初期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

一项重要内容，无论就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而言，还是对后世地方行政制度的设置，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北宋

初期宋代转运使的史料非常有限，故诸家史籍在相关的论述中，多以简略叙述而一笔带过。然而，即使在这些寥若晨星

的史料中，尚有认识未一的地方，颇值得进一步加以讨论。本文即在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就北宋初期随军转运

使是否即为转运使的前身，太祖时期淮南转运使的几则文献的意义，以及史书中所见与初期转运使职名对应的几种不同

职事等几个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於方家。

一

迄今为止，凡言及宋初转运使，多与随军转运使相连。如 “宋初路的转运使是作为出征军队的后勤供应官，及至征

服一地，即转为运送物资回京，进而成为该地区的财政长官。”!"

即使在关于转运使的专题研究中，这种观点亦颇为流行，如 “转运使是北宋王朝最早设置的地方官员。宋初征战之

时，称随军转运使，后战事渐平，诸路均置转运使，掌经度一路财赋及监察本路官员优劣，以便吏、财二权直接握于朝

廷之手，是权力最重的地方官。”[1]

还有学者进一步将转运使在北宋初期的发展历程划为三个阶段： “（转运使之职）大别言之，可分为三大时期，即：

太祖举兵统一天下时期，此期之转运使职责为转运军饷；次为天下粗定时期，此时之转运使除随军转饷外，进而有收天

下财权归中央之责；最后为太宗天下一统时期，此时转运使职责已变为按察刺举，并于全国设使执行其责。”[2]似认为转

运使一职的早期阶段即为随军转运使。

诸家虽叙述各异，却都将随军转运使指为转运使的前身，且认为转运使即由宋初随军转运使一职转化而成。

上述说法，依据是 《文献通考》卷六一所引的吕祖谦的一段记述：

摘 要：受 《通考》引述吕祖谦观点的影响，北宋初期转运使制度的设立，多被认为始于随军转运

使一职。从文献资料来看，随军提供粮草，仅为其功能之一种。事实上，宋初转运使一职所对应的职能

有四，而建隆年间开始在地方设置转运使实施行政管理的做法，是太祖和太宗为避免重蹈五代覆辙，苦

心经营的强化中央集权策略的重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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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might be effected by Liu Zuqian's point that the Military Forwarding Magistrate system was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the Forwarding Magistrate. The thesis analyzed the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pointed out that during the reign of Janlong (建隆 ), the Forwarding Magistrate had worked as the authorities

location and functions. It was the important tactics of centralization step by Taizu and Taizong(太祖和太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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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未尝有监司之目，其始除转运使，止因军兴，专主粮饷，至班师即停罢。如太祖时平泽潞，则命户部侍

郎高防、兵部侍郎边光范充北路转运使。用师湖南，则命部判官滕白充南面，给事中沈义伦充京西水陆转运使是也

⋯⋯或谓路，或谓道，或曰知，或曰同，或曰同知，或曰干当，皆缘用武，责以馈运之职也。”!"

继而又谓： “始，转运一司隶州县与夫废置皆在一时，初无定制，所掌者，军需粮饷而已。”下文便直接引用太平

兴国二年太宗罢节镇统支郡之事。

综合以上之说， “国初未尝有监司之目，其始除转运使，止因军兴，专主粮饷，至班师即停罢”，显然不以为国初

曾有监司之职。又言转运使之设， “皆缘用武，责以馈运之责也”，则明确其职之设制的直接原因是缘于征战时掌管馈

运军需物资。又引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罢节镇统支郡之事，便很自然地给人一个印象，即北宋初期转运司之职，不过都是

“隶州县与夫废置皆在一时，初无定制”的随军转运使罢了。

是否如吕祖谦所说，随军转运使就是早期形态的转运使呢？情况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按太祖朝及太宗朝前期，在后周原有领地的基础上，拓土启疆，原有的十国政权，除吴越王钱俶、闽王陈洪进分别

于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三月和四月，以纳土形式归顺北宋王朝外，余皆通过战争的手段解决。包括太祖代周称帝之年，原

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于建隆元年 （960）据所在地起兵，旋遭平定，此后凡重大战事共有七次，及

太平兴国四年 （981）征服北汉迄，前后延绵长达二十二年。吕祖谦所举太祖、太宗两朝随军转运使名共计十三人，再

就 《长编》、 《会要》、 《宋史》等书中检得这段时期内凡涉及随军转运使职的人物共十九人。此将太祖太宗两朝随军转

运使在战前以及战后所担任的任职以图表形式列举如下， “战役”即为其以随军转运使身份参加的征战：

姓名 战役 战前任职 战时任职 战后任职 资料来源

边光范 平泽潞 （960） 户部侍郎 前军转运使 签判吏部选事，
后知襄州

① 卷 262
② 卷 1

滕白 平荆湖 （963） 知襄州 南面军前水陆
转运使

② 卷 4
④ 卷 61

高防 平西蜀 （964） 户部侍郎 前军转运使 知秦州，改知凤州。 ① 卷 270
② 卷 1

沈义伦 平西蜀 （964） 陕西转运使 随军水陆转运使 西川转运使 ① 卷 264
② 卷5、卷 7。

曹翰 平西蜀 （964） 知均州 西南面水陆转运使 蔡州团练使 ① 卷 260 ② 卷 5
③ 49- 3

赵逢 征太原 （969） 知阆州、
枢密直学士 随驾转运使 ① 卷 270 ② 卷 10

③ 49- 3

刘仪 征太原 （969） 河东转运使 随军转运使 ② 卷 10

王明 平南汉 （970） 荆湖转运使 随军转运使 岭南转运副使。 ① 卷 270 ③ 49- 3

李符 平南唐 （974） 知京西南面转运事 随军转运使 知广州兼转运使 ①卷 270 ② 卷 13
③ 49- 3

边珝 平南唐 （974） 先知扬州，后掌酒税盐矾务 兼领淮南转运使
知江北诸州转运事，
后改广南转运使 ① 卷 270 ③ 49- 3

许仲宣 平南唐 （974） 知荆南转运事 兼南面随军转运事 西川西路转运使，后改岭南转运使
①卷 270 ②卷18、20
③ 49- 3

刘保勋 平北汉 （979） 两浙东北路转运使
行在转运使兼
陕西北路转运使

知太原府 ②卷 19、20 ③49- 5

侯陟 平北汉 （979） 河北转运使 太原东路转运使 权御史中丞事 ①卷 270③49- 4

雷德骧 平北汉 （979）陕西、河北转运使、陕西北路转运使 太原西路转运使 同知京朝官考课 ①卷 278
②20

乐冲 平北汉 （979）
太原管内水陆
转运使 ④卷 61

高继申 平北汉 （979） 河北转运使 河北南路都转运使 ③49- 5
④卷 61

郭泌 平北汉 （979） 御河至关南水路
转运使

③49- 5
④卷 61

王在田 平北汉 （979） 陆路转运使
（一作判官）

③49- 5
④卷 61

崔迈 平北汉 （979） 水路转运判官 转运使改知筠州 ③49- 5、49- 6
④卷 61

资料来源：①为 《宋史》，②为 《长编》，③为 《宋会要·食货》，④为 《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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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十九人中，乐冲、郭泌等四人资料不详，余十五人在受命任随军转运使之前，有九人已经担任过转运使或有过

知地方转运事的经历，为总人数一半强。这些资料，虽不足以反映全部随军转运使的情况，对比前引 “国初未尝有监司

之目，其始除转运使，止因军兴，专主粮饷，至班师即停罢”之说，吕祖谦的依据是不够充分的。

从上述随军转运使的出身和履历来看，个人经历虽各有别，共同之处则皆具治理地方政务的优异才干。结合乾德三

年设置转运使以实现 “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的目的来看，此恰恰符合派驻地方的深远用意。除了建隆元年征讨李筠和李

重进的随军转运使高防属于后周武将出身，以及配合征服西蜀的滕白等三人为情况不详，余十四人的仕履背景皆为文

臣，如边珝为进士出身，王明则举进士而不第。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有无进士出身，在传记材料中被称作 “有吏干”、

“以清干闻”者，即具有较强的处理行政事务能力的有多位，如沈义伦，后周时即为太祖幕下，被辟为从事，掌留使财

货，极受太祖信任，亦富有治理才干，太祖朝开宝六年拜官中书侍郎、平章事，太宗即位不久，加右仆射兼门下侍郎、

监修国史，位至宰相。又如边光范，以吏干称，按 《宋史》卷二六二 《边光范传》： “（光范）性谦退和雅，有吏材。”

后周显德三年，曾受命前往大名检民田，普均租税。建隆元年出兵进讨李筠， “命光范为前军转运，计度郑、洛、汝、

孟、怀刍粮。”光范后知襄州，乾德二年，宋军由陕西路进讨西蜀， “出汉上，光范复当供亿，人不知劳。”

李符的经历更为典型。早先在知归州任上，凡转运司制置不合理的地方， “符即上言，上嘉之。开宝五年八月，命

知京西南面转运事，书 ‘李符到处似朕亲行’八字赐之，令揭大旗，常以自随。符前后条奏便宜凡百余条，其四十八事

皆施行著于令。”[3]（p.288）及开宝七年南唐之役，命为随军转运使，控扼长江中游之势。

又如许仲宣， “开宝四年，知荆南转运事。及征江南，又兼南面随军转运事。兵数十万，供馈无阙。南唐平，以漕

挽功拜刑部郎中，知永兴军事。太宗即位，授西川转运使。⋯改广南转运使。”[4](p.9268)侯陟， “建隆初为冤句令，以清干

闻。二年，擢为左拾遗，仍知县事。⋯四年令兼领本县屯兵。俄改淮南转运使。⋯太平兴国初，出为河北转运使。征太

原，为太原东路转运使。”[5](p.9273)雷德骧， “开宝七年，同知贡举。太祖崩，以德骧为吴越国告哀使。还，迁户部员外郎兼

御史知杂事，改职方员外郎，充陕西、河北转运使。历礼部、户部郎中，入为度支判官。太平兴国四年，车驾征太原，

为太原西路转运使。⋯又命为两浙转运使。端拱中，迁户部侍郎。”[6](p.9453)

再如王明， “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书，守其仓库。”当天下未定之时， “戡靖乱略，刬削僭伪，驾驭英杰，

抚定区夏，而明感会风云之际，周旋金革之间，勤饷王师，生擒伪将，卒能下岭表，平江南，继成大功，论籍第一。”[7](

p.9266)边珝， “宋初，诣卫州视秋稼及掌京仓。乾德初，召为仓部郎中。⋯开宝初，迁职方郎中，监京兆曲务。又掌建安

军榷货，奏徙务扬州。⋯就命权知州事，仍兼榷货务。罢郡，又兼掌酒税盐矾务。”[8](p.9264)

这些所谓强干之人表现出来的行政能力，是他们受命随军转运使重任的主要原因。在上述随军转运使中，我们可以

看到，即使未任转运使，亦多有主持地方民政事务的知州，或有类似经管榷货务的经历，以胜任战时调运物资之需。除

了建隆元年征讨李筠时任南面水陆转运使的高防外，后几任随军转运使的任命，都无例外地就近选择有处理地方行政事

务经验的官员，如乾德元年平荆南时，命以知襄州滕白南面军前水陆转运使，开宝七年伐南唐，命以知扬州边珝兼淮南

转运使。到了后期，这种做法，几乎沿为成例。

任命随军转运使官员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办事效率干练与否，尤其是以处理地方行政事务的能力为首要衡量标准。

开宝二年，太祖出征北汉时，因转运使调度不力，潞州城中车乘塞道，交通阻隔，宰相赵普献计曰 “但当择治剧者莅此

州耳”， 遂命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祜权知潞州。 “祜即发遣车乘，行路无阻”，[9](p.217)就是一个例子。

治剧者，即有成功治理大藩经历的官员。这个例子解答了为什么凡有征战，多选择有转运使经历的官员来担任随军

转运使之任。至于后人认为 “宋初设转运使作为征讨大军的粮饷官，也是地方及新征服地区的财物运往朝廷的督运官。

后演变为路级财政长官，机构称转运使司”，都是在吕祖谦之说基础上的推测之言罢了。

那么，包括吕祖谦在内，后人为何会产生随军转运使在完成征战之后，留驻地方转为转运使这样一种错觉呢？推其

原因可能有二，前后七次征战是关系到王朝统一大业的重大事情，故叙述北宋早期历史的文献中，频见王师出征及有关

随军转运使的记载，导致所谓 “记忆的优先权”效应，此其一；北宋设置转运使来主持地方行政，替易五代以来的节度

使制度，到最终全面实现以转运使为路一级的行政长官，前后延续二十余年。然与后来的路转运司之转运使相比，早期

转运使的权限、职能皆未明确，故而建隆、乾德年间，相关记载虽非仅见，数量却十分有限，此其二。

关于转运使设立的时间及其意义，马端临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

权。”[20](p.556 下)乾德以后，具体说就是乾德三年，而 “僭伪略平”，则提示我们实施的地区范围与逐次平定的地方政权有关。

关于建置的过程，李焘在 《长编》中对此有十分详细的记载：

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彊，率令部曲主场

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己，或私纳货赂，名曰贡奉，用冀恩赏。上始即位，犹

循常制，牧守来朝，皆有贡奉。及赵普为相，劝上革去其弊。是月，申明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

送都下，无得占留。 （小注：去年已有此诏，故此云申命）时方镇阙守帅，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院，间遣京朝官

廷臣监临，又置转运使、通判为之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11](p.152)[12](p.4347)

可见设转运使的目的，是通过 “制其钱谷”手段，实施经济上的集中管理，地方上的财政收入， “悉送都下，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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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留”。 这个计划得以推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因为北宋初期，在诸多地方政权被平定之后原十国地区，出现了权力的

真空。 “僭伪略平”经历了大约二十余年，正是利用这段时间，太祖和太宗 “置转运使、通判为之条禁，文簿渐为精

密”，着手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重新更制。

正如沈伦、李符、侯陟、许仲宣等人的经历所显示的那样，因为他们具备了担任地方转运使的经历，非常时刻，便

膺命为随军转运使重任。所以，关于转运使一职是 “随军转运使在完成征服地方割据政权后，留在当地负责向中央政府

缴纳赋税而逐渐演变而来”的说法，虽为诸多史籍相袭，却是不确的。

二

值得关注的是，在极为有限的现存史料中，有数条有关淮南转运使的记载。

“乾德元年正月，以沈义伦为京西、韩彦卿为淮南转运使，诸道置转运使始见此。”!"

“（苏晓）乾德三年，出为淮南转运使，建议榷蕲、黄、舒、庐、寿五州茶，置十四场，规其利，岁入百余万缗。”[13]

(p.9259)

《长编》有关早期转运使的记载也与淮南转运使有关： “（乾德元年十月）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扈蒙，以仆夫扈继远

为从子，蒙属之同年生淮南转运使仇华，使厘务。继远盗官盐，事发，戊申，扈蒙坐夺金紫，黜为左赞善大夫。”[14](p.107)

扈蒙后周时为右拾遗、直史馆、知制诰。入宋后，由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 《宋史》本传亦记此事，称其 “坐请托

于同年仇华，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

由此可见，至迟在乾德元年，淮南已设置转运使，且掌管了官盐买卖等事务，获利丰厚，故扈蒙为自己亲属谋取一

职，还不得不走门路请托。

扈蒙于乾德元年十月受牵累被罚，而扈继远进入淮南转运使属下就职，以及淮南转运司的成立，无疑在此之前，因

而淮南转运使一职的实际设立，当可再上溯相当一段时间。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淮南地区的转运使，极有可能就是直接沿承了五代时期后周的江北诸州水陆转运使的设

置。$" 因为江淮地区自唐代后期起，就已经凸现其经济上的重大意义，淮南转运使成为当时源源不断地向中央王朝缴纳

赋税转输粮食的管道。

对于北宋初期的经济而言，江淮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北宋平复江南地区在开宝九年，此前，“开宝五年，率汴、蔡

两河公私船，运江淮米数十万石以给兵食。”[15](p.4250)可见淮南地区自身的重要意义不容忽略。

尽管有关北宋早期转运使的资料极为稀见，且这些史料似乎并无内在的连贯性，不足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唯独

有关淮南转运使的记载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文献中，显示了淮南地区之于北宋政权的重要性。一个熟悉的例子便是，宋太

祖 “生于洛阳，乐其土风”，一度曾动念迁都西京。然而，对于河运的依赖，使他不得不屈从现实，接受臣下的劝谏，

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太祖幸西京，将徙都，群臣不欲留。时节度使李怀忠乘间谏曰： “东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

粟四五千万，以赡百万之军，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东京，陛下谁与此处乎？上乃还。”%"

由此可知，当宋太祖和太宗开始进行南北一统的征服大业时，随军转运使承担着保证军需供给，配合作战的重大使

命，其意义自不待言。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转运使，亦在承担着它的重要使命，例如为中央政府输送经济上支持的淮南

转运使。虽然不及出征大军的宏大场面，对北宋政府来说，其意义当不逊于随军转运使。北宋初期的史籍记载，多关注

的是征战中建立煌煌功勋的随军转运使，而忽略了类似淮南转运使的存在，以至后人在读到 “国初未尝有监司之目，其

始除转运使止因军兴，专主粮饷，至班师即停罢”的结论之语时，未免为之遮蔽了自己的视线。

再看宋初转运使之称的内涵。从上述有关史料得知，北宋初期除了随军转运使外，尚有承继五代时期制度之旧的地

方转运使设置，如淮南转运使就是一例。吕祖谦之误，是由于未谙宋初转运使一职所包含内容多重性的特点，忽略了后

来被称作监司之路长官的转运使与随军转运使这两种不同的职务之间的差别，遂在阐述的形式上，使人产生二者在时间

上有前后相承关系的错觉来。

宋初转运使一职所包含内容的多重性，究其原因，是因为转运使之职名原非宋太祖自创，而是沿用了唐五代盐铁转

运使和诸州水陆转运使一职旧称的缘故。宋初制度尚未健全，故转运使职名所对应的职务，呈现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

特点。这对我们理解宋初转运使一职的特点来说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赵宋建朝之初，不得不保留了唐五代的节度使制

度，所谓 “杯酒释兵权”之举，是将几位一道策划 “陈桥兵变”且仍掌控着禁军的宿将分封为地方节度使，从而化解了

对皇权的直接威胁，避免自己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而介于中央和地方州县之间的 “支郡”，以及支郡的

“留中”问题都还未予以解决。前引乾德三年诏书所云 “上始即位，犹循常制，牧守来朝，皆有贡奉”，即表明宋太祖乾

德三年之前，对地方的控制，尤其是经济上的控制，远未及后来的深度，这就是乾德三年 “置转运使、通判为之条禁，

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的。

再回过来看宋初各种转运使之职，从其承担的职责来看，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数见于 《长编》记载的乾德年间淮南转运使，其职务包括地方盐政的管理，同时，又兼有转输南方地区粮

食的重任。这类转运使便是直接沿袭了唐五代时期的盐铁转运使或水陆转运使的传统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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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 137。又如“宋初，设转运使作为征讨大军的粮饷官，也是地方及新征服地区的财物运往

朝廷的督运官。后演变为路级财政长官，机构称转运使司。”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第七卷之丙编《典

志·第八章·政治制度》第五节《宋代的地方政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 833。

② 《文献通考》卷六一《职官十五》，页 557上，中；又见《玉海》卷一八二《乾德转运使》。按吕祖谦“用师湖南，⋯给事中沈义伦充京西水

陆转运使是也”之说，所言失考。沈义伦充水陆转运使为乾德二年伐蜀时事，《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

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大名崔彦进副之，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

归州路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合步骑六万，分路进讨。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均州刺史大名曹翰为西南面转运

使。”《宋史》之《沈伦传》及《东都事略》、《太宗实录》记沈伦事迹，皆未见其参与荆湖之役事。详见拙文《<玉海>卷一八二沈义伦任京西转运

使之说更论》，载《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 1期第 107页。

③ 《玉海》卷一八二《乾德转运使》。沈伦京西之任当为陕西，参见 ②。

④ 《宋史》卷二六九《扈蒙传》，页 9239。有关仇华任淮南转运使的这条史料及其意义，至今似未能引起研究转运使制度学者的足够关

注。

⑤ 李昌宪在《宋代路制研究》一文中亦认为，除了随军转运使一职外，常设的地区性的转运使，也逐渐成为五代后期的一种制度，如后

周显德五年三月，世宗平定淮南地区，得十四州、六十县，不久即任命张正“充江北诸州水陆转运使”，就是一例。见《国学研究》第九卷，北京

大学，2002年，。

⑥ 《涑水记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 7。按“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万”，“千万”疑当作“百万”，参看《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四

月癸卯：“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由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页 369。

参考文献：

[1]李之亮. 北宋河东路转运使编年[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第 17卷第 2期).

[2]谢兴周. 宋代转运使之建置及其在路制中之地位与影响[J]. 东吴历史学报(台北), 1997, (3).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M]. (开宝五年八月癸巳). 北京:中华书局，1979.

[4]宋史(卷二七 O)·许仲宣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5]宋史(卷二七 O)·侯陟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6]宋史(卷二七八)·雷德骧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宋史(卷二七 O)·王明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8]宋史(卷二七 O)·边珝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第二类， “止因军兴，专主粮饷”，为负责后勤供应的随军转运使。顾名思义，其职责便是为投入战争的军队提供

粮草等各类军需物品的供应。从前面列举的表格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随军转运使之称亦非有一定之规，或作随军水陆转

运使、南面军前随军转运使，西南面水陆转运使、随驾转运使 （如太祖或太宗亲征的话）、太原东路转运使、御河至关

南水路转运使、御河至关南水路转运使，等等。更有在名称上未著有随军之词，比如开宝年间边珝权知扬州， “罢郡，

又兼掌酒税盐矾事，⋯⋯会征江表，兼领淮南转运使。”[16](p.9264)此淮南转运使虽未冠以 “随军”二字，显而易见是作为应

对征南唐之战所设，其所掌职事也不等同原来意义上的淮南转运使。

第三类，随着平复地方割据政权的进展，出现了以节度使的身份同时兼领数道水陆转运使的职衔，如潘美和尹崇珂

兼任的岭南道转运使。虽皆冠以转运使名义之衔，却并非 “巡历部内，经度一路财赋”，亦不关检刺地方官吏的行政管

理。潘美、尹崇珂兼任的岭南转运使职务，一如唐代李锜于贞元十五年以常州刺史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及诸道盐铁

转运使，[17](p.389)和高骈于乾符五年以荆南节度使迁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浙江西道观察使兼江淮盐铁转运使[18](p.700)。与

李锜、高骈不同的是，潘美、尹崇珂在岭表得以安定后不久，即率师离开了岭南，显而易见，这种任命的用意主要是在

展示一种强化直接管理的象征意义，当然也包含了太祖对该地区收复之初转输任务的重视。

第四类，如开宝五年十一月庚辰， “命吏部侍郎参知政事薛居正兼提点三司淮南、湖南、岭南诸州转运使事，吕余

庆兼提点三司荆南、剑南诸州水陆转运使事。”[19](p.292)六年，薛居正拜门下侍郎平章事，仍兼提点转运使事。又以中书侍郎

平章事沈伦兼提点荆南、剑南转运使事，此皆属于宰相遥领地方使职的形式，其主要意义是代表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

强，同样不具备后来路转运使管理兼沟通中央与州军之间上传下达角色的行政长官的功能。

综上所述，这四类转运使的角色，与我们研究的转运司路的转运使之间，不可简单划上等号或确认其先后生成关

系。倘若不就其内涵作明确的区分，而仅仅依据字面上的 “转运使”之称，便作为转运司路之转运使设置的根据，是很

难辨识清楚其职名内涵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体现太祖强化中央集权政治明确意向的措施之一，即后来被称作

“监司”的转运司路之转运使一职的设置，在乾德三年之前其实并未形成。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在称谓形式上寻找到彼

此间的渊源关系，其内涵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简单指认前者为后者之前身，并不能有助我们对路转运使一职形成的认

识。不妨以 “摸着石头过河”，来理解宋初太祖太宗两朝为收控地方权限，在行政设置上循序渐进的做法，或许更容易

把握北宋初转运使设置过程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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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207- 208页。"四大金刚"为黄体芳、张佩纶、陈宝琛和宝廷。见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

中华书局 1998年版，第 603页。“翰林四谏”通常指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和张之洞，《清史稿》卷四四四曰：“体芳、宝廷、佩纶与张之洞，时称

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但也有不同说法，如黄濬一度认为“四谏”指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邓承修，并不包括黄体芳，后又

认为“说本不一，不必定指何人”。（见《花随人圣庵摭忆》，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第 84页，第 220- 221页）陈宝琛则认为“四谏”指黄体

芳、张佩纶、宝廷和何金寿。（见《沧趣楼诗集》卷七，第 6页）张之洞《寿黄潄兰通政六十》则有“后雕独有贞松在，四谏荣名冠翰林”之句（见

《黄体芳集》，第 371页）。考之《清史稿》和当事人的记述，黄体芳应在“翰林四谏”之列。

⑥ 易惠莉：《同光年间上海本邑绅士的生活价值取向———以张焕纶为主要考察对象（下）》，《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 4期，第 4页。关

于“同治中兴”时期官僚士大夫为恢复统治秩序的努力以及他们的中兴信念，详见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

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相关章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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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恕. 书陈蜇庐治平通议后[A]. 胡珠生. 宋恕集（上）[C]. 北京:中华书局,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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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震钧. 天咫偶闻（卷六）[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12]费行简. 近代名人小传[M]. 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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